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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在两汉的传播呈现出“其兴也勃”的特点，但它是如何逐步被接受并使当时“文学大儒皆

读学”却未有过明确的辨析。其次，在传播媒介不发达、普通民众知识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山海经》如

何做到在短时间内吸引上上下下的关注，这其中传播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因此，研究《山海经》在两汉

传播的历程和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以现代传播学理论为基础，勾画《山海经》在两汉时期传播

过程，结合汉代社会现状界定《山海经》传播内容，并进一步梳理这一传播历程的具体传播方式。

一、传播历程

《山海经》之名首次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在此之前，因其资料的残缺，我们只能依据

零星的材料来推断传播的影响和规模。汉初最早收集和推荐《山海经》的是萧何，《隋书·经籍志》史部

地理类序云：“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1]从“故知天

下要害”的功能来判断，萧何是把《山海经》当作类似于《尚书·禹贡》一类的地理书。萧何的图书整理

和保护为景、武之际的文人得读《山海经》创造了物质条件。

随后，《山海经》传播开始在文学作品中进行，这大概是因为《山海经》中的不死神药更加符合文人

对于生命永恒的抒发，因此汉初的文人对于《山海经》的传播基本围绕这个主题。如汉初贾谊的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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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誓》篇：“休息乎昆仑之墟。涉丹水而驰骋兮”，可以判断出在汉初人们已经把昆仑作为向往之地，

而昆仑神话最早就出现在《山海经》中。如果说从贾谊的赋作我们还只能是推断受到《山海经》的影

响，那么稍后的司马相如当是确凿无疑地引用《山海经》中的语句：“低徊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目覩

西王母。暠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1]这里写到了西王母最主要的外形特征：“戴

胜”，以及西王母的附属物——三足乌。这分明是来自于《山海经·海内北经》中的记载：“西王母梯几而

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除此之外，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还取用《山海经》中的名

物，如马騊、蛩蛩等物，并出《海外北经》。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山海经》的接受不只是有不死药的昆

仑山了，兴趣点也扩大到《山海经》中大量的奇禽怪兽，而征引这些怪兽亦体现了汉赋尚奇的特点。

到武帝时，东击高丽，南征百越，北伐匈奴，开通西域。国力强大，疆域广襄，汉朝人的眼光早已超

越原本六国的范围。与此同时，汉代初期的文人愈加迫切地想了解更广阔的世界地理知识，渴望对于

外部世界的总体把握，也因此，博学受到汉代文人的热烈追捧。《山海经》多记载方外之国、奇禽异兽，

恰好符合是时文人的实际需要，因此《山海经》很快受到广泛的关注，首先是其地理知识的运用，其次

是《山海经》中的名物。

首先，从地理知识来看。武帝时期随着对西域的开拓，汉代人是将《山海经》当作地理书来传播

的。《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回来向武帝报告曰：“安息䪡
武禽异兽

并禽异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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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山海经》的传播将是“高屋建瓴”式的。另一个运用《山海经》进行名物辨认的是汉代大学者刘

向。刘向专事经学，著有《洪范》《说苑》等书，对《山海经》也独有所钟。据刘歆（秀）《上〈山海经〉表》称

其父向利用《山海经》解释上郡石室“反缚盗械人”，此事后世称为“刘子政辨盗械之尸”，因是其评说父

辈，加之汉代人以“孝”为先，故刘歆不会刻意造假。

《淮南子》是中国古代文献中保存神话资料较多的著作之一，《淮南子》一书中的神话大量征引《山

海经》中的材料，有许多神话的大体轮廓都是依此而来。其中《地形》《本经》《齐俗》《汜论》《人间》《修

务》《时则》等篇所记内容有大量与《山海经》相同。

《淮南子》成书于汉景帝中、后期和武帝即位之初。《汉书·淮南王传》载：“初，安入朝，献所作《内

篇》，新出，上爱祕之。”“招致宾客方术之ฐጓ入朝

招致宾客方术之甀爱祕之

上爱祕之上爱祕之上爱祕之上爱祕之》，》，》， 上爱祕҃䘀，招致宾客方术Ͱ致宾客方术Ͱ餩爱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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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作《山海经》。然则《山海》之造，见博物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鸟，刘子政晓贰负之尸，皆见《山海

经》，故能立二事之说。使禹、益行地不远，不能作《山海经》；董、刘不读《山海经》，不能定二疑。”[1]刘歆

和王充皆为饱学之士，是颇有影响的学者，他们的看法一方面代表了太史公之后对于《山海经》内容性

质的权威认识，另外一方面，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加速了《山海经》在社会的传播速度。

由于当时人对于博学知识的重视，以及对于“秘书”的崇拜，《山海经》在社会上蔚然成风。赵晔

《吴越春秋》、卫宏《汉旧仪》、高诱《淮南子》注、许慎《说文解字》、应劭《风俗通义》等都提到或同时又引

证过《山海经》。比如《风俗通义》：《山海经》曰“‘祠鬼神皆以雄鸡。’鲁郊祀常以丹鸡祝曰：‘以斯翰音

赤羽，去鲁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痒悟，杀雄鸡以傅其心上。病贼风者作鸡散治之，东门鸡头可以治

蛊”[2]。汉代末期的文人对于《山海经》的接受更多是地理学的。范晔《后汉书》记载东汉明帝赐水利专

家王景《山海经》以用于治水。永平十二年（公元 69 年），王景受命治河，朝廷“赐景《山海经》、《河渠

书》、《禹贡图》”。《河渠书》《禹贡图》是公认的古代地理学方面的著作，朝廷将《山海经》与之并列，显然

当时是把《山海经》当作导山治水的地理书并运用于实践之中。

认同《山海经》为地理著作的还包括赵晔的《吴越春秋》。赵氏也主张《山海经》为禹、益所作，并将

禹、益作书的神话故事具体化。赵氏杜撰禹、益作书故事虽系荒诞，却曲折地肯定了《山海经》在治水

中的实用价值。此外，赵晔又把《山海经》一书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山川脉里，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

及八方之民俗，殊图异域土地里数”，也是认识到《山海经》的地理科学内涵：

（禹）遂循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

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曰《山海经》。[3]

《山海经》中记载的方外之国甚至出现在正史中，《后汉书·东夷列传》：“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

有君子、不死之国焉。”这两个国都是《山海经》中所记载的。《山海经》曰：“君子国衣冠带剑，食兽，使二

文虎在旁。”《山海经》又曰：“不死人在交胫东，其为人黑色，寿不死。”除此之外《东夷列传》中还提到女

子国、裸身国和黑齿国。

上述所提到的系列人物都是在《山海经》传播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社会精英。精英在社会生活

中的特殊地位使他们能够自上而下地影响社会大众，又能够自下而上地影响政治上层，从而对整个社

会观念、意识形态产生影响。传播学中称这类人为意见领袖：“那些能提出指导性见解，具有广泛社会

影响的人，叫意见领袖，又称舆论领袖，是结成社会精英的群体。就一般而言，意见领袖具有崇高的社

会威望，能够生产意见……意见领袖，具有高尚的政治品格和引人敬慕的气质，能在公众中产生一呼

万从的感应。他们的人格魅力和高深的创见，产生引导思想的力量。”[4]他们对于《山海经》的传播所起

的作用不言而喻。

二、传播方式

在两汉政权一统、经济相对繁荣这一背景之下，《山海经》传播方式也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同时

两汉时期厚葬盛行，石刻技术日益精进，与前代传世经典相比，增加了新的传播方式。“从传播学的角

度看，人类的文化活动向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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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和口头传播三种方式来分析。

1. 文本传播 我国直到东汉造纸术才发明，用纸抄写传播始见于西汉，如《汉书·外戚列传下》载：

“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蹏书。”颜师古注：“孟康曰：‘……染纸素令赤而书之，若今黄纸也。应劭曰：

赫蹏，薄小纸也。”[1]《后汉书·贾逮传》载肃宗赏贾逮：“书奏，帝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

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2]竹简和纸并为赏赐物品，这说明纸已

经作为抄写传播介质，但还是“稀有物”，并未完全取代竹简、木牍、绢帛等书写载体。

因此，在两汉时期《山海经》的文本形态主要是以简牍的形式。但即使是竹简或者木牍也不是普

通百姓可以承担的。皮锡瑞《经学历史》：“汉人无无师之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书，音训

备具，可视简而诵也。书皆竹简，得之甚难，若不从师，无从写录；非若后世之书，购买极易，可兼两载

也。”[3]“难得”是指两个方面，一是价格比较昂贵，超出一般家庭的承受能力，就连在京师受业太学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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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类于今日所见画像石，……由于《山海经》具备这些特点，我们今日以之与沂南石刻相比证，是很适

宜的。”[1]

3. 口头传播 “最古老的传播技术是修辞学，是通过话语来征服受众心理的。”[2]口头传播是最本

质、最原始的传播形态，它早于文字传播，并和文字传播并行发展，有着文字传播不可替代的意义。《山

海经》本就是非“一时一地”的被集体创作，存在着集体口头传播的过程，到了战国以降虽然有文本的

保存与流传，但因经济、技术等因素的掣肘，文本数量有限，在传播过程中应该不是最主要的传播方

式，此时的口头传播应该也是比较通行的方式。口头传播的缺点是传播内容的不稳定性，易于湮灭在

历史长河中。但还是可以在乐府民歌中找到蛛丝马迹，大略可以管中窥豹。汉乐府诗歌《陇西行》：

“卒得神仙道，上与天相扶。过谒王父母，乃在太山隅。”这里的“王父母”就是指西王母和东王公。可

见西王母在当时是口头传唱的主题之一。除了西王母之外，昆仑也是口头传播的重要内容：

吾欲上谒从高山。山头危险道路难。遥望五岳端。黄金为阙班璘。但见芝草叶落纷

纷。百鸟集来如烟。山兽纷纶麟辟邪其端。鹍鸡声鸣。但见山兽援戏相拘攀。小复前行。

玉堂未心怀流还。……采取神药若木端。玉兔长跪捣药虾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药

可得神仙。服尔神药。莫不欢喜。陛下长生老寿。四面肃肃稽首。[3]

这是汉代末期《董逃行》中的传唱内容，讽刺了妄求长生不老的行为。歌谣中描写的“高山”完全

是世俗版的《山海经》中的昆仑世界。具有昆仑的一切元素：难以攀登的高山、怪兽和祥瑞动物的看

护、不死神药。更是适应时代而更换了昆仑山主人西王母的附属物：玉兔和捣不死的蛤蟆，这种图案

的组合也反映在当时的画像石中。

要之，《山海经》在进入两汉学者的视野后，立刻引起了两汉知识界的关注，在朝堂之上和民间中

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和利用。其中缘由，我们认为有三：一是汉代是前所未有的一统格局，汉人

也因此表现出强烈的自豪感和征服感，伴随这种征服感的是对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的渴望：“《山海

经》写了那么多的海外奇闻，充分表明了先民对于海外世界的关注。”[4]《山海经》中对未知世界的庞杂

而又模糊的介绍恰好满足了汉代社会这一社会思潮；二是两汉时期佛教和本土的道教尚未发达，民众

在艰难的生活中将本是半人半兽的西王母逐渐演化为全面膜拜的对象，并进而成为掌握生死的最高

主宰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世人在乱世中的精神寄托。随着佛教东传和本土道教的兴起，西王母

崇拜便随之衰落；三是汉代厚葬盛行，汉代画像石图像的内容异常丰富，尤其是鬼神信仰情节，《山海

图》中狰狞的异兽、西王母世界等无疑为底层工匠提供了极好的临摹对象。两汉一统的格局、谶纬思

想下的西王母崇拜和厚葬风气的盛行共同促成了《山海经》在两汉的快速传播，而且逐渐由知识阶层

辐射到全社会。

三、“暂显于汉”的尴尬及其原因

郭璞曾将两汉至魏晋《山海经》传播的历程总结为：“此书跨世七代，历载三千，虽暂显于汉，而寻

亦寝废。其山川名号，所在多有舛谬，与今不同。师训莫传，遂将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丧。悲夫!余
有惧焉，故为之创传……庶几令逸文不坠于世，奇言不绝于今。”[5]这段话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第

[1]《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山东〕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版，第43页。

[2]陈卫星：《传播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3]〔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05页。

[4]欧阳健：《从〈山海经〉看神怪观念的起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5]袁珂：《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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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暂显于汉”，即认为《山海经》的传播只在汉代较为显著；第二，《山海经》不传之原因在于书中地理

记载多有讹误与世传不同，加之没有师徒间传授，所以自晋代行将湮灭。可见，两汉以来热热闹闹的

《山海经》传播与接受到郭璞时期基本偃旗息鼓，而“暂显于汉”


